
論唐代“大手筆”作家之

聲名消解與歷史遮蔽
〔１〕

曲景毅

提　 　 要

本文以宋代《唐文粹》、明代《唐文鑒》、清代《唐駢體文鈔》

（包括清代補遺的《唐文粹》）的編選作爲參照，考察後世對唐代

“大手筆”作家應用文寫作的接受情況：衆“大手筆”作家中張

説、李德裕受到更多的認可，李嶠、蘇頲次之；宋、清兩朝“大手

筆”作家受到一定的關注，明代似不受歡迎，他們受到後世青睞

的多爲其頌銘碑誌論等文體，愈往後被選録作品的文學性越强，

而佔其文章數量頗多的制誥表章，則逐漸消失在編選者的視野

之中。文章進一步論證：由於文學觀念的轉移、政事掩蓋文學、

人品影響文品、創作本身的缺憾及作品的散佚，使得“大手筆”

作家之文學聲名逐漸消解，於现代文學史的叙述中被遮蔽。

關鍵詞：“大手筆”作家　 唐代文學　 文學接受　 聲名消解　 歷

史遮蔽

“大手筆”這一稱呼由來已久，其詞出《晉書·王珣傳》，最

初是指有學識、有文采、爲皇帝賞識的文章家代表國家或皇帝本

人草擬的“哀册謚議”、“文檄軍書及禪授詔策”、“詔誥”類的朝

廷公文，鮮明表現出爲王者代言的特徵。由於撰寫這類公文的



文章家多數是以文章著稱，即他們不但擅長公文寫作，也長於創

作墓誌、碑文、行狀、賦等較有文學色彩的文章，所以“大手筆”

逐漸地擴展指稱善屬文的文章家，並進而由專寫文章延伸到各

種文學樣式兼擅，且成就卓犖的文學大家。在唐代，被史書或時

人稱作“大手筆”作家的有陳叔達、顔師古、岑文本、崔行功、李

懷儼、蘇瓌、李嶠、崔融、張説、蘇頲、常衮、李吉甫、李德裕、令狐

楚、韓愈、皇甫湜等 １６ 人，不同時期皆有以“大手筆”而著稱者，

真可謂是一代有一代之“大手筆”〔２〕。

唐代“大手筆”作家的應用文寫作成就、對宫廷文會的參與

和引導、對文學士子的獎掖和評議，共同確立了他們在每一時期

的文學範式地位〔３〕。最高統治者的稱譽對“大手筆”作家的示

範性是一種肯定：太宗對岑文本“親之信之”，使其“徒以文墨

致位中書令”（《舊唐書·岑文本傳》）。武后對李嶠“深加接

待，朝廷每有大手筆，皆特令嶠爲之”（《舊唐書·李嶠傳》）。武

后對崔融之頌碑“深加歎美，及封禪畢，乃命融撰朝覲碑文”

（《舊唐書·崔融傳》）。玄宗稱張説爲“當朝師表，一代詞宗”

（《命張説兼中書令制》），説其“清詞雅調新”（《南山雀鼠谷答

張説》），“言談延國輔，詞賦引文雄”（《春曉宴兩相及禮官麗正

殿學士探得風字》）。玄宗特爲蘇頲開政事食之先例，對其文誥

頗爲賞愛，稱“卿所制文誥，可録一本封進，題云‘臣某撰’，朕要

留中披覽”（《舊唐書·蘇頲傳》），又云“朕每見卿文章，與諸人

尤異，當令後代作法，豈惟獨稱朕心”（韓休《蘇頲文集序》載）。

代宗對常衮“甚顧遇之”，常衮連續九年擔任中書舍人的職位，

後又任翰林學士、集賢學士、崇文及弘文館大學士。憲宗對於李

吉甫極爲重用，兩度拜相，爲集賢殿大學士。武宗更是對李德裕

專任，身爲首輔的他仍秉筆爲制，武宗稱“學士不能盡人意，須

卿自爲之”（《資治通鑑》卷二四七載）。

正史本傳對他們文章的評價有一定權威性：李嶠“富才思，

有所屬綴，人多傳諷”（《新唐書·李嶠傳》）；崔融“爲文華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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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未有輩者”（《新唐書·崔融傳》）；張説的文章“天下詞人，

咸諷誦之”（《舊唐書·張説傳》）；蘇頲的泰山朝覲頌文“世諮

其文”（《新唐書·蘇頲傳》）；常衮“文章俊拔，當時推重”（《舊

唐書·常衮傳》），“文采贍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新唐

書·常衮傳》）；李吉甫“該洽多聞，尤精國朝故實，沿革折衷，時

多稱之”（《舊唐書·李吉甫傳》）；李德裕“明辨有風采，善爲文

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爲質，衮衮可喜”（《新唐

書·李德裕傳》）。凡此種種均證明“大手筆”作家無疑是那個

時代最受認可的文章聖手，他們的創作也是那個時代的文章

楷範〔４〕。

後世專門的唐文選本並不多見，而且由於古文派幾經主導

文壇，使得韓柳之文受到了更多的關注。唐代“大手筆”作家以

擅寫應用文著稱，今據宋代《唐文粹》、明代《唐文鑑》、清代《唐

駢體文鈔》（包括清代補遺的《唐文粹》）作爲參照，考察後世對

唐代“大手筆”作家應用文寫作的接受情況，並進一步探討其在

文學史上聲名消解與歷史遮蔽的原因。

一、 宋、明、清三代唐文
選本與“大手筆”作家

　 　 （一）宋·姚鉉《唐文粹》一百卷〔５〕

卷第十九上：張説《起義堂頌》

卷第十九下：蘇頲《大唐封東嶽朝覲壇頌》

卷第二十一：張説《廣州都督嶺南按察五府經略使宋

公遺愛碑頌》

卷第二十二：張説《大唐開元十三年隴右監牧碑頌》

卷第二十三：李德裕《唐武宗皇帝真容贊》

卷第二十四：蘇頲《雙白鷹贊》、張説《藍田法池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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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堂贊》、《蒲津橋贊》

卷第二十六上：岑文本《諫太宗勤政改過書〔６〕》

卷第二十七：李嶠《請每十州分置御史巡案疏》、崔融

《諫税關市疏》

卷第三十上：張説《論神兵軍大總管狀》

卷第三十一：李德裕《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二年上尊

號玉册文》、《唐武宗昭肅皇帝會昌五年上尊號玉册文》

卷第三十二：蘇頲《唐中宗孝和皇帝謚册文》、《唐睿

宗玄真皇帝哀册文》、崔融《唐高宗則天皇后哀册文》、常衮

《唐代宗貞懿皇后哀册文》

卷第三十三下：張説《吊國殤文》

卷第三十四：李德裕《荀悦論高祖武宣論》、《三國論》

卷第三十六：李德裕《文章論》

卷第三十七：李德裕《王言論》、《英傑論》、《忠諫論》、

《近倖論》

卷第三十八：蘇頲《夷齊四皓優劣論》、李德裕《袁盎

以周勃爲功臣論》、《張辟疆論》

卷第五十：張説《后土神祠碑（銘）》（玄宗御製張説

辭）、《西嶽太華山碑（銘）》（玄宗御製張説辭）

卷第五十二：崔融《嵩山啓母廟碑銘》

卷第五十五下：張説《唐和麗妃神道碑》

卷第五十六：張説《唐中書令梁國公姚崇神道碑》

卷第五十七：常衮《唐故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扶風郡

王贈司徒馬公神道碑銘》、張説《唐贈梁州都督隴右節度大

使郭知運神道碑》

卷第五十九：李德裕《幽州紀聖功碑銘》

卷第六十四：張説《荆州玉泉寺大通禪師碑銘》

卷第六十五：岑文本《京師至德觀法主孟法師碑銘》

卷第六十八：張説《唐丞逍遥公韋公墓誌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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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第七十八：李德裕《丹扆箴六首》

卷第八十三：張説《與鄭駙馬書》

卷第八十八：李嶠《上雍州高長史書》

卷第九十一：張説《唐昭容上官氏文集序》

卷第九十四：張説《大衍曆序》

卷第九十五：張説《般若心經贊序》

卷第九十七：張説《季春下旬詔宴薛王山池序》（按：

此篇爲詩序）

總計《唐文粹》選“大手筆”岑文本 ２ 篇，李嶠 ２ 篇，崔融 ２

篇，張説 ２０ 篇，蘇頲 ６ 篇，李德裕 １６ 篇，共 ４８ 篇，其中張説、李

德裕最多，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二人的文學成就最爲突出，亦最有

古韻。姚鉉按文體分類選文，涉及文類 １２ 種，其中頌（４ 篇）、贊

（４ 篇）、疏（３ 篇）、論狀（１ 篇）、册文（６ 篇）、吊文（１ 篇）、論（１０

篇）、銘（３ 篇）、碑誌（８ 篇）、箴（同名 ６ 篇，算 １ 種）、書（２ 篇）、

序（４ 篇）。所選文章題目及内容經常與《全唐文》所據不同，如

岑文本《諫太宗勤政改過書》，《全唐文》題爲《大水上封事極言

得失》（亦有稱爲《上太宗勤政疏》）；蘇頲《大唐封東嶽朝覲壇

頌》，《全唐文》題爲《封東嶽朝覲頌》；李德裕《唐武宗皇帝真容

贊》，《全唐文》題爲《仁聖文武至神大孝皇帝真容贊》，等等。姚

鉉於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１０１１）纂集唐代文章爲《唐文粹》百卷，

這是中國第一部斷代文章總集。《唐文粹·序》云：“豈唐賢之

文，迹兩漢、肩三代而反無類次以嗣於《文選》乎？鉉不揆昧懵，

遍閲群集，耽玩研究，掇菁擷華，十年於兹，始就厥志。”清人譚

獻《文粹》序云：“姚寶臣氏當世顯貴，手輯巨編，意在遠紹昭明

不朽之盛事，披尋所及，殆不下數千卷。”可見姚鉉編此集用力

之勤，涉獵甚廣。《唐文粹》的編輯宗旨非常明確，是爲了上接

《文選》，總結唐代文學的成就，“纂唐賢文章之英粹”，意思是説

書中所選均是唐人文章的精華，其選録標準是“止以古雅爲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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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以雕篆爲工，故侈言曼詞率皆不取”（《唐文粹·序》），如《四

庫全書總目》所云：“是編文賦，惟取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録。”〔７〕

故極少選録駢文，這種復古傾向與北宋初期文學復古思想相契

合，所針對的是晚唐五代駢文的復興與流肆。姚氏雖多選韓柳

及古文一派的作品，但誠如明人胡纘宗《刻唐文粹序》所言：“唐

之人以文名者，不獨李、杜、韓、柳，騷雅侁侁，墳籍彬彬，凡有古

調，皆粹於是矣。”〔８〕我們注意到，姚氏也選入大量頌體文，“大

手筆”作家所入選之頌、贊、碑、册即爲此類，這是“大手筆”最富

代表性的文字。此外，還選有一些墓誌、疏、論、序、書，亦屬應用

文。但是，《唐文粹》共選 １ ０４５ 篇文章，“大手筆”作家入選者僅

４８ 篇，從中可以看出駢文和應用文體的不受重視。

　 　 （二）明·賀泰輯《唐文鑑》二十一卷〔９〕

卷之二太宗朝：岑文本《大水上封極言得失》（出

《政要》）

卷之三太宗朝：岑文本《諫宥侯君集貪縱罪》（出《君

集傳》）

卷之四中宗朝：崔融《議廢四鎮不可》（出《吐蕃傳》）、

李嶠《巡察使時限迫促》〔１０〕

卷之六玄宗朝：張説《姚文貞公神道碑》（無出處）、

《文章評》（出本傳）〔１１〕

卷之七玄宗朝：蘇頲《諫自將討吐蕃》（出本傳）、《復

上言》（景毅按：亦出本傳）

卷之十六憲宗朝：李吉甫《請汰冗吏》（出本傳）

卷之十九敬宗朝：李德裕《丹扆六箴六首》（出本傳）

卷之二十文宗朝：李德裕《漢昭論》（出《文粹》）〔１２〕、

《入謝進戒》（本傳）

卷之二十一武宗朝：李德裕《論朋黨》（出本傳）、《代

劉沔答回鶻書》（出《通鑑》）、《追論維州悉恒謀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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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鑑》）

總計《唐文鑑》選岑文本 ２ 篇，李嶠 １ 篇（佚），崔融 １ 篇，張

説 ２ 篇，蘇頲 ２ 篇，李吉甫 １ 篇，李德裕 ６ 篇，共 １５ 篇，其中選李

德裕最多。該書按時代先後選文，涉及作家較多，每人只選幾

篇，基本録有出處（亦有無出處者），文有散佚，抄寫並不十分工

整，印刷也很粗糙。明代印刷業發達，然學術空疏，有些士子或

書商爲謀取利益而私刻書籍，相對來説隨意增删，品質較差，

《唐文鑑》即是如此，所以它的影響有限。《四庫全書總目》對此

書評價頗低：“雜採唐文，所見殊爲隘陋。前有林瀚序，稱兩漢

有文鑑，宋亦有文鑑，惟唐一代闕焉。如曰一朝必當有一文鑑，

文何以必當名鑑也。如曰唐文無總集，是併姚鉉書未見矣。蓋

明代書帕之本其紕繆，往往如此。”〔１３〕此書與《西漢文鑑》、《宋

文鑑》相比相差甚遠。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是書中找尋一些

特點，明人林瀚《唐文鑑·序》：“（賀泰）以文章政事卓然爲内臺

之良，乃於激揚暇日，遍閲《唐書》及諸典籍所載奏議、記、策、賦

幾有關於治道，有裨於風教者，悉萃爲一部二十有一卷，名曰

《唐文鑑》。”可見，有關治道與有補風教者爲《唐文鑑》選文的側

重點，這也是名副其實。卷之二太宗朝多選魏徵文，卷之九德宗

朝多選陸贄文，卷之十三至卷十八憲宗朝多選韓愈、枊宗元文，

均爲此意。《唐文鑑·序》又云：“李唐三百餘年，名臣文士心術

之精微，詞鋒之縟麗，皆了然無遺。”從選文看出有唐一代“心術

之精微”與“詞鋒之縟麗”是編選者的另一個目的，從所選“大手

筆”作家的文章來看仍富於一定代表性，這些文章多是論述精

微，有獨到見解，文辭也仍繼續著駢體文一貫的華麗。

　 　 （三）清·陳均編、潭［譚］宗浚〔１４〕校《唐駢體文鈔》十

七卷〔１５〕

　 　 卷二：陳叔達《大唐宗聖觀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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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顔師古《聖德頌》、岑文本《京師至德觀孟法師

碑銘》

卷六：崔融《對耽書穿床判》、《代皇太子賀白龍見

表》、《嵩山啓母廟碑》

卷七：張説《爲留守奏瑞禾杏表》、《謝賜御書大通禪

師碑額狀》、《大唐西域記序》〔１６〕、《送嚴少府赴萬安詩序》、

《洛州張司馬集序》、《東山記》、《石橋銘》、《延州豆廬使君

萬泉縣主薛氏碑》、《西嶽太華山銘》、《徐氏子墓誌銘》

卷八：李嶠《爲汴州司馬唐授衣請豫齋會表》、《神龍

曆序》、《爲百僚賀瑞筍表》、《爲王方慶讓鳳閣付郎第二

表》、《爲納言姚王壽等謝賜飛白書表》、《與夏縣崔少府

書》、蘇頲《太清觀鐘銘》〔１７〕

卷十：常衮《贈婕妤董氏墓銘》

卷十二：李德裕《賜太和公主勅書》、《太和新修辨謗

略序》、《懷崧樓記》、《平泉山居誡子孫記》、《文章論》、《劍

門銘》、《扶風馬公神道碑銘》

《唐駢體文鈔》共計十七卷，選陳叔達 １ 篇，顔師古 １ 篇，岑

文本 １ 篇，李嶠 ６ 篇，崔融 ３ 篇，張説 １０ 篇（１ 篇僞作），蘇頲 １

篇，常衮 １ 篇，李德裕 ７ 篇，共 ３１ 篇，涉及了多數“大手筆”作家，

且有側重，李嶠、張説、李德裕稍多，是一個較好的選本。另外，

涉及文體 １１ 種，其中銘（６ 篇）、頌（１ 篇）、判（１ 篇）、表（６ 篇）、

碑（２ 篇）、狀（１ 篇）、序（５ 篇）、記（３ 篇）、墓誌（２ 篇）、書（２

篇）、論（１ 篇）。潭［譚］宗浚《唐駢體文鈔·跋》：“駢儷之文，自

以沈、任、徐、庾爲極則，而善學沈、任、徐、庾者，莫若唐人。雖徑

稍殊，而波瀾莫二。即至尋常率意之作，其氣體淵雅，自非北宋

以後人所能。”從所選“大手筆”作家的文章來看，所論誠然，所

選録的篇目也基本上是這些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出作者

的匠心與卓識。清代還有李兆洛的《駢體文鈔》〔１８〕影響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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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兆洛長陳均十歲，未知陳均編書是否受到李兆洛影響。

　 　 （四）郭麐《唐文粹補遺》二十五卷〔１９〕

卷第二：常衮《代崔公授秘書監致仕謝表》

卷第六：張説《爲伎人祭元十郎文》

卷第七：張説《温泉箴》

卷第十：張説《唐陳州龍興寺碑》

卷第十一：張説《撥川郡王碑》

卷第十二：張説《鄭國夫人神道碑》、李吉甫《杭州徑

册寺大覺禪師碑銘》

卷第十三：常衮《劍南節度判官崔君墓誌銘》

卷第十六：張説《兵部尚書代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

卷第十七：蘇頲《故刑部尚書中山李公詩法記》

卷第十八：李德裕《懷崧樓記》

卷第十九：李嶠《答李清河書》、《與營州都督弟書》

卷第二十一：張説《孔補闕集序》

卷第二十二：李吉甫《上元和郡縣圖志序》

卷第二十四：張説《會諸友詩序》

《唐文粹補遺》共計二十五卷，選李嶠 ２ 篇，張説 ８ 篇，蘇頲

１ 篇，常衮 ２ 篇，李吉甫 １ 篇，李德裕 １ 篇，共 １７ 篇，其中張説最

多。郭麐對《唐文粹》的補遺當然不排除對姚鉉選文思想的繼

承，但亦有其個人的選文意識，補出的篇目大體部分彌補了《唐

文粹》的缺憾，特别對張説的重視，可謂識見，所補《兵部尚書代

國公贈少保郭公行狀》等文是張説的傑出作品。他與陳均大體

屬於同一時代人，所以可以與《唐駢體文鈔》相對照。

以上四部選本，《唐文粹》久負盛名，其他三種則學界甚少

關注。以所選篇目綜合而言，頌、銘、碑誌、論作爲最需要筆力才

華的文體是最有代表性的“大手筆”文字，也最受後世青睞。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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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被選録作品的文學性愈强，而占其文章數量頗多的制、誥、

表、章，則逐漸消失在編選者的視野之中。我們可將選本所選

“大手筆”作家篇數列表一觀：

歷代唐文選本對“大手筆”作家之選録篇數列表

陳
叔
達

顔
師
古

岑
文
本

李
　
嶠

崔
　
融

張
　
説

蘇
　
頲

常
　
衮

李
吉
甫

李
德
裕

總
數

宋·唐文粹（１００ 卷） ２ ２ ２ ２０ ６ １６ ４８

明·唐文鑑（２１ 卷） ２ １ １ ２ ２ １ ６ １５

清·唐文鈔（１７ 卷） １ １ １ ６ ３ １０ １ １ ７ ３１

清·文粹補（２５ 卷） ２ ８ １ ２ ２ １ １６

被選篇數（含重合） １ １ ５ １１ ６ ４０ １０ ３ ３ ３０

可以看出，張説、李德裕受到更多的認可，李嶠、蘇頲次之。《唐

文鑑》２１ 卷、《唐駢體文鈔》１７ 卷，相較於《唐文粹》１００ 卷的規

模小許多，故“大手筆”之選篇較《唐文粹》也較少，但清代的《唐

駢體文鈔》較明代的《唐文鑑》卷數少，而“大手筆”之選篇多。

宋、清兩朝“大手筆”作家受到更多的關注，“大手筆”作家的文

章在明代似不受歡迎，當然這與選本本身的選録標準有關，《唐

文鑑》自然多選鑒戒文字，而“大手筆”作家的作品多以頌美

爲能。

二、 聲名消解與歷史遮蔽

我們發現，唐代“大手筆”作家在後世並不以文學著稱，他

們的文學聲名漸漸淡出了人們的視綫，文學史家論唐代文學時

對他們採取了可有可無或者簡單批判的態度，這些當時聲名顯

赫的大家成爲現代文學史叙述的邊角或盲點。是什麽原因造成

這種歷史遮蔽的現象？筆者認爲這是一個頗爲值得研究的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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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課題，這不局限於唐代“大手筆”作家，還涉及歷代某類

作家群體的文學接受，許多這樣的作家均需要我們再次挖掘與

審視，回歸歷史本真去考量與批判，並重新給予他們公正的評

價。限於學識與篇幅，這裏抛磚引玉，試作初步探討。

　 　 （一）文學觀念的轉移與現代文學史的書寫

唐代秉持著一種雜文學觀，自陳子昂以降把一切文體，無論

“文”、“筆”均統稱爲“文章”，把一切非文學的文都包括到文的

範圍中來〔２０〕。唐人心目中的文章範圍比現代人要寬泛得多，舉

凡詔誥制敕、章表疏奏、碑誌頌贊等文體唐人均視作文章範疇，

這從現存唐人文集和《文苑英華》所收文體類别便可一目了

然〔２１〕。因此，擅長撰寫應用文的這些“大手筆”作家在當時受

到朝廷上下、文人士子的追膜與推崇，其文章成爲一時之範式，

他們中多人是當時的文壇盟主，享有很高的文學聲名。可是隨

著古代雜文學觀念的打破，後世將詔令、奏議等“大手筆”作家

的主要文體歸入史部（如《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五史部“詔

令奏議類”著録《唐大詔令集》一百三十卷），在强調其政治與歷

史價值的同時，其文學價值被逐漸遮蔽。特别是近代以來受西

方純文學觀念影響，應用文體從純文學中被割離出來，文學自身

的門類劃分也愈來愈細密，“大手筆”作家的許多應用文在後世

並不被視爲文學創作。其次，“大手筆”作家往往是時勢促成，

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就文體特徵而言，“大手筆”作家所寫之

應用文（如制狀、奏議、碑誌、策論等）具有很强的時效性和政治

性，在彼時彼地很有影響的文字，時過境遷，人們的關注度自然

下降。再次，自中唐所謂“古文運動”興起後，散文成爲與駢文

爭雄的文體，人們由於不滿六朝文風，而否定了駢體文的形式，

歷經宋代古文運動、明代復古運動及清代古文派主盟，散文的勢

力愈來愈大，而唐以後駢文創作陷入了衰微的尷尬境地，因而散

文逐漸成爲文章寫作的正宗。清代駢文雖然再度復興，但正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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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已確立，好尚遽難改變。一些“大手筆”作家雖然亦朝著駢散

結合的方向有過努力，但總體上他們的文字屬於華麗之駢體，因

而影響了後世對他們的接受。

在這樣的文學觀念指導下書寫的文學史，必然在相當程度

上忽略了諸如“大手筆”作家的文學創作，其文學聲名則進一步

的被消解和遮蔽。我們可以這樣説，對於“大手筆”作家，包括

文學史上的許多駢文聖手或應用文作家，文學觀念的轉移必然

促使其文學聲名的消解。但是，文學史的編撰應如何進行？是

依據現代的文學觀念來梳理歷史上的文學，還是應復歸每個歷

史階段的文學觀念以其書寫歷史真相？今天隨著文學研究的深

入與視野的擴展，我們應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重新認識應用文

或者駢文作家的文學價值與意義，或許他們的文學聲名會在將

來得到光復。

　 　 （二）政事掩蓋文學

筆者所論之“大手筆”作家多是朝廷重臣，多數官至宰相

（除顔師古官至秘書監、崔融官至鳳閣舍人外），其中張説、李吉

甫、李德裕尤以政事聞名。他們更多的是作爲一個政治家出入

於文學界，其文才爲政事所掩，這是其文學家身份被消解的重要

原因。

美國著名唐詩學家宇文所安（Ｓｔｅｐｈｅｎ Ｏｗｅｎ，１９４６—）在

《初唐詩》中談及張説時指出：“張説作爲政治家比作爲詩人更

重要。”〔２２〕有些學者也認爲張説“在文學史上的意義主要的不

在於他的詩歌創作，而在於他推進‘文治’爲詩人和詩歌的發展

所提供的良好的政治環境，以及他在文學批評中所表現的文學

觀念，對於詩歌由初唐過渡到盛唐，對於詩風的轉變所起的積極

倡導作用”〔２３〕，所論有理。陳子展《張説一千二百年祭》云：“張

説顯貴於開元盛時，他在政治上的地位，很足以擡高他在文學上

的地位。所以能主一時壇坫，開一代風氣。”這固然有一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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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但反過來説，正因爲人們看重的是他在政治上的作爲，對於

其文學才能關注不够。人們認爲其文學都是爲了其政治服務

的，這一點在其應制詩和大量的奉旨撰寫的碑頌文中反映出來，

其文學價值被無意識地忽略。

關於韓愈與李德裕，宋人有一段頗有見地的評價：“自房、

杜、姚、宋之後，相之有聲者，衛公李文饒；而王、楊、燕、許之後，

儒之可宗者，文公韓退之而已。故世之論衛公者，必以功烈言，

而鮮及於文章；論文公者，必以文章稱，而或略於功烈。殊不知

衛公之文章，常出乎功烈之外；而文公之功烈，不在乎文章之下。

借令衛公當文公時，則必以文章顯矣；文公得衛公位，則必以功

烈著矣。”〔２４〕這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李德裕的功業與文章之顯與

隱。論李德裕還要注意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南宋葉夢得《避暑

録話》卷上稱“李德裕是唐中世第一等人物，其才遠過裴晉公，錯

綜萬務，應變開闔，可與姚崇並立”，然而，“其卒不能免禍，而唐亦

不競者，特恩怨太深，善惡太明，及墮朋黨之累也。推其源流，亦

自其家法使然。彼吉甫於裴垍，尚以恩爲怨，況牛僧孺、李宗閔

輩，實相與爲勝負者哉”〔２５〕。李吉甫、李德裕父子陷於唐後期黨

爭的掣肘，使其政名與文名均受到很大影響，此處不擬多談。

　 　 （三）人品影響文品

在漫長的文學史長河中，經常會面對這樣的人物，他們的人

品與文品藴含著二律悖反的現象。誠如蔣寅先生在《文如其

人？———詩歌作者和文本的相關性問題》一文中闡釋我們可以

在一定限度内認可文如其人這一命題：“即文如其人是如人的氣

質而非品德，是文與人的氣質一致，而非與人的品德一致。”〔２６〕一

些“大手筆”作家文章與其個性氣質是相符的，但斷不可由此判斷

其爲人處事一如其在詩文中所津津樂道的那樣，因爲這二者往往

是背離的。我們以最典型的李嶠、張説爲例，試作論析。

唐代新興文士借高宗、武后之力打破了舊有的社會秩序，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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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了貞觀舊臣的壓抑而走向權力中心。龍朔初載高宗歸政武后

時出現了一批新興的文士群體，他們出身寒微，多由科舉入仕，

擅長文辭，但多薄德行，普遍具有尚文輕儒，急功近利，阿諛獻媚

等特點。李嶠即是這樣，他本是一介文吏，政績平庸，文學亦受

到很大爭議，在道德上誠如《舊唐書》本傳所云：“驗以諧之道，

罔有貞純”，“有慚輔弼，稱之豈同。凡人有言，未必有德”〔２７〕。

《朝野僉載》卷四載時人認爲中書令李嶠有三戾：“性好榮遷，憎

人昇進；性好文章，憎人才筆；性好貪濁，憎人受賂。亦如古者有

女君，性嗜肥鮮，禁人食肉；性愛綺羅，斷人衣錦；性好淫縱，憎人

畜聲色。此亦李公之徒也。”〔２８〕武后時試官盛行，“時李嶠爲尚

書，又置員外郎二千餘員，悉用勢家親戚，給俸禄，使釐務，至與

正官爭事相毆者”〔２９〕。官員的濫賞濫用成爲此後唐政府的一大

弊端，李嶠尸位素餐，使得形勢愈演愈烈。另外，史書中常常譏

諷以李嶠爲首的文學詞臣依附張昌宗、張易之兄弟，在這點上崔

融與李嶠類似，都受到後人詬病，故《舊唐書》史臣贊稱崔融“文

雖堪尚，義無可則。備位守常，斯言罔忒”〔３０〕。

人品影響文品，在張説身上體現最爲明顯。張説屬於新興

的文士階級，門第寒微，爲“近代新門”，一生仕途大起大落，處

於政治的風口浪尖上。他功業心極强，在實現理想的過程中，表

現出了一介文士義利取捨時的複雜心理，甚至有許多不合禮法、

浮薄無行的做法。張説爲人喜好黨同伐異，他借開元十三年封

禪之時大封親己勢力，爲時所詬。《舊唐書》本傳云：“及登山，

説引所親攝供奉官及主事等從升，加階超入五品，其餘官多不得

上。又行從兵士，惟加勳，不得賜物，由是頗爲内外所怨。”〔３１〕

《舊唐書·張九齡傳》亦云：“説自定侍從升中之官，多引兩省録

事、主事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遂加特進階，超授五品。……及

制出，内外甚咎於説。”〔３２〕張九齡作爲張説門生，即看出張説此

種做法的不妥，並委婉地加以勸説，而此時張説志得意滿，是最

受玄宗寵信之時，並未聽勸。另外還有一則頗爲有意思的趣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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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二：“明皇封禪泰山，張説爲封禪

使。説女婿鄭鎰，本九品官，舊例封禪後，自三公以下皆遷轉一

級，惟鄭鎰因説驟遷五品，兼賜緋服。因大酺次，玄宗見鎰官位

騰躍，怪而問之，鎰無詞以對。黄幡綽曰：‘此泰山之力也。’”〔３３〕

“泰山”爲岳父之代詞，由是得名，可見張説親己之一斑。

張説是玄宗朝“吏治與文治之爭”的核心人物，張説與姚崇

的爭鬥歷史上頗爲有名。張、姚二人俱爲開元前期之名相，但卻

各爲朋黨，相互傾軋，並由此開始了玄宗朝的“吏治與文治之

爭”。開元十年，張説與張嘉貞同爲相，並不諧和，進一步推動

所謂“吏治與文治之爭”。《舊唐書·張嘉貞傳》：“廣州都督裴

伷先下獄，上召侍臣問當何罪，嘉貞又請杖之。兵部尚書張説進

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

臣今秋受詔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於朝堂決杖，配流而死。皎官

是三品，亦有微功。若其有犯，應死即殺，應流即流，不宜決杖廷

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皎事已往，不可追悔。

伷先只宜據狀流貶，不可輕又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悦，退謂

説曰：‘何言事之深也！’説曰：‘宰相者，時來即爲，豈能長據？

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

士君子也。’初，嘉貞爲兵部員外郎，時張説爲侍郎。及是，説位

在嘉貞下，既無所推讓，説頗不平，因以此言激怒嘉貞，由是與説

不叶。”姜皎是張説的親信，曾於開元元年受張的指使上奏外放

姚崇，此時借議裴伷先事引出姜皎事是爲其申不平。張説的此

番言論看似申明大義，冠冕堂皇，但卻是針對曾經比自己官職低

的張嘉貞，由是可見其性格，後來開元十一年，張説果然借機把

張嘉貞排擠出京城。《舊唐書·張嘉貞傳》云：“（開元）十一年，

上幸太原行在所。（嘉貞弟）嘉祐贓汙事發，張説勸嘉貞素服待

罪，不得入謁，因出爲幽州刺史，説遂代爲中書令。嘉貞惋恨，謂

人曰：‘中書令幸有二員〔３４〕，何相迫之甚也！’明年，復拜户部尚

書，兼益州長史，判都督事。敕嘉貞就中書省與宰相會宴，嘉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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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恨張説擠己，因攘袂勃駡，源乾曜、王晙共和解之。”〔３５〕貴爲宰

相，竟然在宴會上潑口訓駡，有失身份，可見二人品行均有問題。

甚至張説因爲其引薦之人和其政見不和，即找藉口排擠。《資

治通鑑》玄宗開元十二年（７２４）載張説排擠崔沔出京：“初，張説

引崔沔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

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

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遇事多所異同，説不悦，故因是出

之。”〔３６〕李邕以才學聞名，玄宗在封禪回途中，時爲汴州刺史的

他累獻詞賦，“甚稱上旨”，自此頗爲驕矜，竟自稱可以居相位，

身爲文儒的張説“甚惡之”〔３７〕。

張説以文章來提拔人士，也以“無文”來排斥人，對於没有

文才的官吏，大加鄙夷和排擠。《資治通鑑》玄宗開元十四年

（７２６）載：“上召河南崔隱甫，欲用之。中書令張説薄其無

文……隱甫由是與説有隙。”又云：“説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

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駡……中書舍人張九齡言於説曰：

‘宇文融承恩用事，辯給多權數，不可不備。’説曰：‘鼠輩何能

爲！’”〔３８〕從這段張説的話語我們可以看出，開元十四年，剛剛

封禪過後，張説此時爲右丞相兼中書令，秉衡廟堂，位極人臣，言

語肆無忌憚，收受賄賂，當面申斥百官，絲毫不留顔面，這是權力

極度膨脹時的危險信號，其門生張九齡提醒其加以戒備，以防小

人構陷，但根本没有引起張説的警醒，反而變本加厲。這年四

月，崔隱甫、宇文融、李林甫等政敵對張説進行了一次打擊報復，

聯合彈劾張説，説遭彈後“於瓦器中食，蓬首垢面”，一副哀哀可

憐之象，完全失去了其往日的頤指氣使、洋洋自得的風光，更顯

出其爲人爲政投機狡詐的一面，委瑣卑下爲人所不耻〔３９〕。張説

人品中的諸多問題，對於其文名的傳播當然會産生影響。

　 　 （四）創作本身的缺憾

無可厚非的是，“大手筆”作家的創作存在許多不足，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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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上“繁采寡情”（《文心雕龍·情采》），顔、岑、崔、李、常衮

均有此病；形式上模式化，這是受到文體上的限制，制誥、奏

議、章表、碑誌均有一定之規，故而多數“大手筆”作家均有程

式化的弊病；内容上空洞，這是行政公文和碑誌類文字的

通病。

“大手筆”作家中以張説、常衮和李德裕的文學成就最爲突

出〔４０〕，但是他們均屬於過渡期的作家。張説處於初盛唐過渡時

期，創作特色不是很明顯，容易被人忽略。錢謙益《唐詩英華

序》云：“世之論唐詩者，必曰初、盛、中、晚。老師豎儒，遞相傳

述，揆厥所由。蓋創於宋季之嚴儀，而成於明初之高棅，承譌踵

繆，三百年於此矣。夫所謂初、盛、中、晚者，論其世也，論其人

也。以人論世，張燕公、曲江，世所稱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

以後，詩章悽惋，似得江山之助。則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

以後，同調諷詠，尤多暮年之作，則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

唐也，遡岳陽唱和之作，則孟浩然應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

也。”〔４１〕正因爲張説亦初亦盛，處於中間，並不是初唐或盛唐的

代表作家，其聲名均被那些大家所掩蓋，治文學史的人就難以顧

及他，宏通也是較庸常的寫作方式，很難引起文學史家的注意。

其被人稱道的碑誌，以後世眼光來看，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學

作品。竇臮《述書賦下》：“時議論詩則曰王維、崔顥；論筆則曰

王縉、李邕，祖詠張説不得預焉。”〔４２〕可見張説文章在當時並不

能算是最好的。誠如蘇轍《歐陽文忠公神道碑》所云：“雖唐貞

觀、開元之盛，而文質衰弱；燕許之流倔强其間，卒不能振。”〔４３〕

與張説並稱“燕許大手筆”的蘇頲，其詩文成就更在張説之下。

如果説張説屬於初而逗盛者，那麽常衮屬於盛而漸中，李德

裕屬於中而入晚。常衮、李德裕二人的文章大多數都是制詔奏

狀類行政公文，常衮雖實用與文采兼擅，但其駢體行文的格式與

古文興起的總體趨勢不類，後人甚少談及其文學成就。李德裕

的文章雖有不凡之處，但畢竟文章中的政治意味過濃，文學色彩

１８２論唐代“大手筆”作家之聲名消解與歷史遮蔽　



較淡，無論在中唐或晚唐文學中均不具有代表性。至於二人的

詩更没有什麽特别之處。

　 　 （五）作品的散佚

新、舊《唐書》十二位“大手筆”作家著述一覽表

陳
叔
達

顔
師
古

岑
文
本

崔
行
功

蘇
　
瓌

李
　
嶠

崔
　
融

張
　
説

蘇
　
頲

常
　
衮

李
吉
甫

李
德
裕

舊唐書·

經籍志

５
卷

◣〝
卷

◥〝
卷

▼〝
卷

◢〝
卷

◣〝
卷

新唐書·

藝文志

▼
卷

◥〝
卷

◥〝
卷

◥〝
卷

▼〝
卷

５０
卷
〔４４〕

６０
卷
〔４５〕

３０
卷
〔４６〕

◢〝
卷

１０ 卷，詔
集 ６０ 卷

２０
卷
〔４７〕

２０
卷
〔４８〕

　 　 關於“大手筆”作家的文學著述〔４９〕，兩《唐書》記載有别，

《新唐書·藝文志》記載文人卷數較多，崔行功、張説、蘇頲、常

衮、李吉甫、李德裕只有《藝文志》有文集記載。“大手筆”作家

留存的文章與實際創作有很大距離，筆者曾充分吸收現代補遺

與考辨成果，將唐代“大手筆”作家的文章於各本的著録情況彙

集一處，對其中真僞有疑義或後人著録有■者進行辨正後指出：

陳叔達今存文 ３ 篇，顔師古今存文 ２４ 篇，岑文本今存文 ２１ 篇，

崔行功今存文 ７ 篇，蘇瓌今存文 ３ 篇，李嶠今存文 １５９ 篇，崔融

今存文 ５１ 篇，張説今存文 ２６５ 篇，蘇頲今存文 ３１３ 篇，常衮今存

文 ３２１ 篇，李吉甫今存文 ３３ 篇，李德裕今存文 ３９７ 篇〔５０〕。“大

手筆”作家中除張説、李德裕作品保存相對完整以外，都有程度

不同的散佚，其中陳叔達、崔行功、李懷儼、蘇瓌、李吉甫散佚尤

爲嚴重，顔師古、岑文本、崔融次之，已難窺見其創作面貌，這對

於他們後世的文學聲名均起到了阻礙作用。

（作者：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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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被冠之以“大手筆”的作家要求有極高的綜合素質。第一，善屬文，美辭

采，文學才能高出時人一籌，且受到普遍認可；第二，思維敏捷，下筆立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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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當時治國方略；第四，“大手筆”作家往往是時勢促成，具有鮮明的時代特

點，他們深受皇帝寵信，有較强的吏事能力，長時間的身居宰輔或知制誥類

的顯位，有王霸器識，能站在時代風尚與國家利益的高度，宏觀地看待人世、

立意撰文。可以看出，能文善文，是成爲“大手筆”作家的重要條件，但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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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論文集》，２０１２ 年，頁 ７８—１０１）、《試論中唐常衮制書之文章價值》（香港

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５６ 期，２０１３ 年，頁 １６５—１８６）、《論唐代

文章之演進：以“大手筆”作家爲視角》（黄霖主編：《視角與方法———復旦

大學第三届中國文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南京：鳳凰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

頁 ４２０—４２８），此文修訂後更名爲《“大手筆”作家視域下的唐文演進論》，又

刊載於《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 ３６ 輯，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２０１３

年，頁 １００—１１３。

〔５ 〕　 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１９６８ 年。按：《唐文粹》本名《文粹》，後人習慣上稱

其爲《唐文粹》，以突出其選文的時代性，參見郭勉愈：《從宋紹興本看〈唐文

粹〉的文本系統》，《清華大學學報》２００３ 年第 １ 期。姚鉉（９６８—１０２０），廬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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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人，字寶之。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進士，知潭州湘鄉縣，通判簡、宣、昇

三州。淳化五年，直史館。至道初，遷太常丞，充京西轉運使，官至兩浙轉運

使。善文辭筆劄，藏書頗富，《宋史》有傳。又，該書卷第六選蘇頲《長樂花

賦》、李德裕《瑞橘賦》，卷第八選李德裕《欹器賦》，卷第九選張説《江上愁

賦》，由於以下兩個選本皆未選賦文，爲論述的方便與可比性，此處暫且不

論。另，《唐文粹》並非本自《文苑英華》，“銓擇十一”，前人已有辨明。

〔６ 〕　 按：此處“書”應與“疏”同。

〔７ 〕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八六，北京：中華書局（整理本），１９９７ 年，

頁 ２０６９。

〔８ 〕　 《鳥鼠山人小集》，卷一二，明嘉靖刻本。

〔９ 〕　 南京圖書館藏正德六年孫佐刻本，《四庫全書存目叢書補編》第 １１ 册，濟南：

齊魯書社，２００１ 年。按：賀泰，蘇州府吳縣人，字志同。弘治十二年進士。

入爲御史，武宗收京師無賴及宦官養爲義子，一日賜國姓者達百二十七人，

泰抗言其非，謫衢州推官。後以廣東參議終。據此刻本可知，賀泰編《唐文

鑑》時爲明文林郎監察御史。

〔１０〕　 原注：原缺。按：此文疑爲《論巡察風俗疏》（《全唐文》，卷二四七，北京：中

華書局，１９８３ 年，頁 ２４９６），中有“巡察使率是三月已後出都，十一月終奏事，

時限迫促，簿書填委，晝夜奔逐，以赴限期”語。

〔１１〕　 按：此文即《大唐新語·文章》所載張説與徐堅評時人及後輩的文章。

〔１２〕　 按：《窮愁志》諸論據《舊唐書·李德裕傳》可知作於唐宣宗大中二年或大中

三年，此系於文宗朝，不知何據，恐■。

〔１３〕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九二，頁 ２０８３。

〔１４〕　 “潭”恐“譚”之訛。譚宗浚（１８４６—１８８８），原名懋安，字叔裕，廣東南海人。

１８６１ 年中舉人，１８７４ 年舉進士，授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撰修，方略館協

修等。１８７６ 年督學四川。１８８２ 年充江南鄉試副考官，嗣出任雲南糧儲道、按

察使。後以病告歸，至廣西隆安道卒。工詩文，熟於掌故。著有《希古堂文

集》（甲、乙集）、《遼史紀事本末》、《芳村草堂詩抄》、《於滇集》等。

〔１５〕　 楊家駱主編：《中國學術名著·歷代詩文總集》，册 ３５，臺北：世界書局，１９６２

年。按：陳均（１７７９—１８２８），浙江海寧人，初名大，字敬安，號受笙。嘉慶十

五年舉人，以教習授知縣。工詩畫及篆刻，嗜金石。有《鏡史》、《關中金石

志》、《客秦隨筆》、《古今奇姓名録》、《松籟閣詩鈔》。又，清代有三人名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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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其他二人一爲江蘇吳縣人，畫家，嘉慶年間卒；一爲安徽歙縣人，善養畫

眉，有《畫眉筆談》，應不是編選《唐駢體文鈔》的陳均。

〔１６〕　 按：實爲僞作。朱玉麒《張説詩文重出■收考》（《文教資料》２０００ 年第 ３

期）引：《大唐西域記序》據英人瓦特斯（Ｗａｔｔｅｒｓ，Ｔ．）《玄奘的印度之旅》（Ｏｎ

ＹｕａｎＣｈａｎｇｓ Ｔｒａｖｅｌｓ ｉｎ Ｉｎｄｉａ，Ｌｏｎｄｏｎ，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之考辨認爲非張説所作，

乃于志寧所作。

〔１７〕　 該選本已時代爲序，逐個作家選録，然而張説（６６７—７３０）要晚於李嶠（６４５—

７１５），故卷七與卷八應倒置。

〔１８〕　 李兆洛（１７６９—１８４１），字申耆，江蘇陽湖（今江蘇常州）人。嘉慶十年（１８０５）

進士。曾任安徽鳳臺知縣。後主講江陰書院 ２０ 年。家富藏書。工詩古文，

精考據，擅長輿地之學。有《養一齋文集》２０ 卷，今傳於世，另有輯著多種。

《駢體文鈔》共 ３１ 卷，分爲上、中、下三編。上編 １８ 卷，包括銘刻、頌、詔書、

檄移等各體，是李氏所謂“廟堂之制，奏進之篇”；中編 ８ 卷，包括論、序、碑

記、志狀等各體，屬於指事述意之作；下編 ５ 卷，包括連珠、箋、雜文等各體，多

屬緣情托興之作。書成於嘉慶末年。當時姚鼐所編《古文辭類纂》風行士

林，李氏認爲，當世治文，只知宗唐宋而不知宗兩漢；而欲宗兩漢，非自駢體

文入手不可。於是選編先秦兩漢至隋之文成此書，以便學者沿流而溯源。

李氏以爲文之起源不分駢散，主張駢散合一，所以此書中選入了《報任安

書》、《出師表》等文。

〔１９〕　 郭麐（１７６７—１８３１），字祥伯，號頻伽，又號白眉生、郭白眉，一號邃庵居士、苧

蘿長者，江蘇吳江（今屬江蘇）人。游姚鼐之門，尤爲阮元所賞識。工詞章，

善篆刻，間畫竹石，别有天趣，書法黄庭堅。有《靈芬館詩集》及詞集、雜箸、

《蘅夢詞》、《金石例補》。少年時有神童之稱。乾隆四十七年（１７８２）補諸

生，六十年，參加科舉考試不第，遂絶意仕途，專研詩文、書畫。好飲酒，醉後

畫竹石是其一絶。嘉慶時爲貢生。晚年遷浙江省嘉善縣東門。郭喜交遊，

與袁枚最爲知己。

〔２０〕　 參見羅宗强、郝世峰等：《隋唐五代文學史》（中）關於文筆之分與“文章”觀

念的復歸的論述，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４ 年，頁 ３５６—３５７。清人侯康

《文筆考》更認爲：“至唐，則多以詩、筆對舉。”

〔２１〕　 以《文苑英華》爲例，它是宋初太平興國年間修成的一部大型的文學總集，選

録唐代作家作品最多，約佔十分之九，分類編纂，共分三十八體，除詩、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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絶大部分均是應用性文體，如中書制誥、翰林制詔、策問、策、判、表、牋、狀、

檄、露布、彈文、移文、啓、書、疏、序、論、議、頌、贊、銘、箴、傳、記、謚哀册文、

謚議、誄、碑、誌、墓表、行狀、祭文等，説明唐人將應用性文體納入到文學作

品的範疇中，而且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２２〕　 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初唐詩》，北京：三聯書店，２００４ 年，頁 ２９６。

〔２３〕　 羅宗强、郝世峰等：《隋唐五代文學史》（上），頁 １６９。

〔２４〕　 宋·無名氏：《李文饒文集後序》，《李文饒文集》，《四部叢刊》本。

〔２５〕　 宋·葉夢得：《避暑録話》，卷上，《全宋筆記》第二編·十，鄭州：大象出版

社，２００３ 年，頁 ２７５。又，王士禛《香祖筆記》卷二十亦云：“功業燦然，與裴晉

公相頡頏。武宗之治，幾復開元、元和之盛。”

〔２６〕　 蔣寅：《古典詩學的現代詮釋》，北京：中華書局，２００３ 年，頁 １９３—１９４。

〔２７〕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九四“史臣贊”，册 ９，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７５ 年，

頁 ３００７。

〔２８〕　 《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年，頁 ５６。

〔２９〕　 宋·歐陽修、宋祁等：《新唐書·選舉下》，卷四五，册 ４，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５ 年，頁 １１７６。按：神龍二年李嶠復爲中書令悔其所爲，“停員外官

釐務”。

〔３０〕　 《舊唐書》，卷九四，册 ９，頁 ３００７。

〔３１〕　 同上書，卷九七，册 ９，頁 ３０５４。

〔３２〕　 同上書，卷九九，册 ９，頁 ３０９８。

〔３３〕　 《唐五代筆記小説大觀》本，頁 ６４７。

〔３４〕　 宋·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卷一三孔至《姓氏雜録》：“開元中，張説、

張嘉貞同時入相，互爲中書令，時稱大張令、小張令。”（清道光《守山閣叢

書》本）

〔３５〕　 《舊唐書》，卷九九，册 ９，頁 ３０９１—３０９２。

〔３６〕　 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卷二一二，册 １４，北京：中

華書局，１９５６ 年，頁 ６７６０。

〔３７〕　 《舊唐書·李邕傳》，卷一九○中，册 １５，頁 ５０４１。

〔３８〕　 《資治通鑑》，卷二一三，册 １４，頁 ６７７１。

〔３９〕　 《朝野僉載》卷五載：“燕國公張説，幸佞人也。前爲并州刺史，諂事特進王毛

仲，餉致金寶不可勝數。後毛仲巡邊，會説於天雄軍大宴，酒酣，恩敕忽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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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説謝訖，便把毛仲手起舞，嗅其靴鼻。”對奸

侫之徒諂媚至極。張鷟評曰：“燕國公張説，幸侫人也。”（《唐五代筆記小説

大觀》本，頁 ７２）《唐會要》卷三還記載：開元十四年，侍御史潘好禮聞玄宗欲

以武惠妃爲皇后，進諫中云：“人間盛言，尚書左丞相張説自被停知政事之

後，每諂附惠妃，誘蕩上心，欲取立後之功，更圖入相之計。”（宋·王溥：《唐

會要》，卷三，北京：中華書局，１９５５ 年，頁 ２７）真可謂是爲達到目的不擇

手段。

〔４０〕　 參看拙文《試論中唐常衮制書之文章價值》、《論李德裕的公文寫作》。

〔４１〕　 清·錢謙益：《牧齋有學集》，卷十五，《四部叢刊》影清康熙本。

〔４２〕　 《全唐文》，卷四四七，册 ５，頁 ４５７３。

〔４３〕　 宋·蘇轍：《欒城後集》，卷二三，《四部叢刊》影明嘉靖蜀藩活字本。

〔４４〕　 另有《軍謀前鑑》十卷，《雜詠詩》十二卷。

〔４５〕　 另有《寶圖贊》一卷（王起注）。

〔４６〕　 宋本作二十卷，殿本作三十卷。

〔４７〕　 另有《古今文集略》二十卷，又《國朝哀策文》四卷，《梁大同古銘記》一卷。

編有梁陳迄唐開元歌詩《麗則集》五卷，唐人表章箋記露布等公文《類表》五

十卷（亦名《表啓集》）。

〔４８〕　 此乃《會昌一品集》二十卷，又《姑臧集》五卷，《窮愁志》三卷，雜賦二卷。

〔４９〕　 按：李商隱《韓碑》稱韓愈爲“大手筆”，高彦休《闕史》記載皇甫湜爲“大手

筆”，劉禹錫《唐故相國贈司空令狐公集序》稱令狐楚爲“大手筆”。韓愈、皇

甫湜、令狐楚三人之所以被稱作“大手筆”作家主要是因爲三篇文章（韓愈

《平淮西碑》、皇甫湜所作今已不存、令狐楚《憲宗聖神章武孝皇帝哀册

文》），故筆者將三人作爲“大手筆”作家的特例，此處僅舉其他 １２ 人進行

分析。

〔５０〕　 詳見拙作《唐代“大手筆”作家考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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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ａｓｈｏｕｂｉ”Ｗｒｉｔｅｒｓ

Ｑｕ Ｊｉｎｇｙｉ
（Ａｓｓｉｓｔａｎｔ Ｐｒｏｆｅｓｓｏｒ，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Ｎａｎｙａ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 Ｔａ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１６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ｔｏ ｓｈａｒｅ “ｄａｓｈｏｕｂｉ”（大

手筆，Ｇｒｅａｔ ｈａｎ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ｎ）ｔｉｔ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ｈａｖｅ ｇｒｅａ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ｎｇ

“ｄａｓｈｏｕｂｉ” ｗｒｉ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ｎｇ， Ｍｉｎｇ ＆ Ｑ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ｒｅｅ

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ｐｒｏｓｅ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ａｎｇｗｅｎ Ｃｕｉ（唐文粹，

Ｅｌｉｔｅ ｏｆ Ｔａｎｇ Ｐｒｏｓｅ），Ｔａｎｇｗｅｎ Ｊｉａｎ （唐文鑒，Ｍｉ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ａｎｇ

Ｐｒｏｓｅ）＆ Ｔａｎｇ Ｐｉａｎｔｉ ｗｅｎｃｈａｏ（唐駢體文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ａｎｇ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Ｐｒｏｓｅ）ａｎｄ ｔｒｙ ｔｏ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 ｔｈｅ ｒｅａｓｏｎｓ ｗｈｙ ｔｈｅｉｒ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ｈｏｗ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

ｗａｓ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ａｓｈｏｕｂｉ”ｗｒｉｔｅｒ，Ｔａｎｇ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

ｄｉｓｐｅｌｌｉｎｇ ｒｅ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ｃｏｎｃｅａｌｍｅｎｔ

９８２論唐代“大手筆”作家之聲名消解與歷史遮蔽　


